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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中的“断网”悲剧

朱健国（深圳）

1959 年的“初级互联网”

2007年 12 月 20 日，“广东突发重大事件公安可断联网”条例经立法机关通过公布后，

立即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一授权关闭联网（含互联网、手机网和 QQ网）的特别法规，

到底于民于国利弊如何，各方多在理论上和假设上争论不休，愚以为大可不必，“一切当代

事件皆有历史根源”，只要以史为鉴，便可一目了然，水落石出。比如，饿死 150 万人的 “信

阳事件发展到 1959 年秋季，信阳地区公安、邮电部门曾受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之命，

共同实施了一次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人会奇怪，互联网是 1990 年以后才有的高科技通讯方式，1959 年发生“信阳事件”时，

根本没有互联网啊？我说，起于 1957 年“反右补课”，成型于 1958 年谎言大跃进，高潮于

1959 年、1960 年大面积饿死人、人相食，暂停于 1961 年春“民主革命补课”的五年“信

阳事件”，那时的确没有以电脑电子邮箱和手机短信等为标志的互联网，但是须知，那时有

以邮政局（发寄信函的通信网）、电信局（电话电报的通讯网）组成的“初级互联网”。互

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短信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

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

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 1960 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

止信阳 850 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

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

迄今为止，真正可称“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和指挥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

篇文章，一是 1993 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

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 12 月第 6 期）；二是原信阳

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 2001 年 9 月 17 日定

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 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

2003 年 7 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 1993 年 8 月 11 日定稿，2006 年才在极少

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万八千字，未刊稿）。这

三篇文章都证实，当年信阳地区公安的“断网”行动确实存在，其大致过程如下——

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1959 年 2 月开始，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农民缺粮逃荒饿死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百姓

以为省委不知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省委定为“右倾反动”，将信转回信阳

地委严肃查处，写信者或大会批斗，或逮捕法办，或开除党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阳县委有

一个监委（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以“言官之责”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结果

猛批一顿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

继续让信阳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透露信阳地区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大跃进”、

“三面红旗”和毛主席脸上抹黑。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中

国第一公社”，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发源地和急先锋，是毛主席搞“三面红旗”的“样板田”，

其名誉事关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



第 2 页 共 3 页

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

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 12000多封。

有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 20 个，剩下的三个党员，就跑到外地给省委寄了一封信，

请求省委救救信阳广大农民。不料此信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严厉查处。当时光山县曾

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

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地

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
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 25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

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 17000 多人，他都没有流

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2007年 12 月 9 日晚，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夫人李瑞英当面告诉我，虽然八十五岁了，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 年春天，她到（信阳地区）西平县搞救灾，看到农民大量饿

死和人相食的惨剧后，整夜睡不着觉，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领导李雪峰（时任中央工业部长，

1960 年 9 月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报告灾情。为了稳妥起见，她先给李雪峰夫人写

信，信中仅说：请你尽快与我联系。但这封信没几天就被退回来。她才知道，虽然她身为地

委委员、行署妇联主任，却也无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阳公安部门不仅剥夺了农民写信的权利，

连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61 年。因为路宪文、

吴芝圃直到 1962年才真正受到处理。

“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还周密考虑了“人际传播”问题——如果信阳农民外

出逃荒，这种行动一可以让外地人知道信阳缺粮，二可能会让外地人从信阳逃荒者口中获得

信阳大量饿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阳地委又组织由公安牵头、各级干部参与，到各

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抓捕“流窜犯”——外出逃荒乞讨的农民一概称为“流窜犯”。至此，一

个由禁止通信、通讯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断网”行动，在信阳地区成功实施。

“信阳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锁

奇怪的是，“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虽然大获全胜，但社会效益却极其不妙。后

来因家在信阳的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部级高干的“通天”呼吁，“信阳

事件”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终于震惊中南海。据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披露，1960
年 5 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

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

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

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

动”。这就让邓颖超虽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尽管周恩来一面紧急调粮救灾，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为组

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强有力中央工作组，率领几十人

星夜赶往信阳，终因错过最佳救援时机，“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

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

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

10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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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信阳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问题，但弄清楚“信

阳事件”中的“断网”行动后，才明白，其实“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只是一个信息封锁问

题，专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信阳事件”如此，

“反右倾”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1990 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阳地区）

艾滋病蔓延成灾，仍然如此，皆与形形色色地“断网”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有关。由

于现行体制的“断网思维”始终如一，所以五十年来，“信阳事件”只有“逗号”，没有“句

号”，有过暂停，从未终结。

今日人们的主要通信、通讯方式是互联网。今日广东省人大批准“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保护计算机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及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二十四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的“断网”行动，

会不会导致当年“信阳事件”的“断网”悲剧？二者有何本质不同？

李锐先生呼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否则便又可能出现“伪和谐大跃进”。

本文意在科学地探讨中国“断网”史，谨盼智者不吝赐教。

2007年 12 月 22日 于深圳 早叫庐


